
 

经济阻滞、相依效应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 

郑瑞坤1，向书坚 2 

【摘 要】：长江经济带从空间布局上看，具有区域一体化的地理优势，但区域内各省市的经济增长呈现波伏特征，

地处中部的安徽、江西沦陷为“经济洼地”，而西部的贵州、云南被边缘化，经济发展未能利用地理优势促成长江

经济带一体化形成。运用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分析了各省域间的经济非相依系数，发现经济非相依系数与经济增长

水平间呈现相反运行趋势，经济越封闭发展，经济增长水平越低。但只要这些地区存在开放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

就会产生相依乘数效应。随后的面板协整分析证实了该区域具备开放经济发展条件，于是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均衡

模型并测算了各省域间的经济相依效应。最后运用 Granger 因果检验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构筑区域一体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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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这九省

二市，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成为新的国家战略。从地理空间上看，长

江经济带所在省市既连接了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又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形

成呼应，具有极强的经济地理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发展面临诸多矛盾的背景下，这种横跨东西的

经济地理不仅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也相对容易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自 20 世纪 90 年代在该区域确立长三角经济区以来，东部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经济

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见图 1）。1997 年重庆从四川省独立出来成为直辖市，经济在西部独占鳌头，与中部的湖北、湖南并驾

                                                                 

收稿日期：2015- 07- 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府部门资产负债核算研究” （15ATJ003)；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基于小

康社会的‘两个同步’发展监测方法及应用研究” （2013LZ14）；湖北省统计局科研计划重点项目“湖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统计监测评价研究” （HB131- 37） 

作者简介：郑瑞坤，湖北工业大学讲师，统计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统计研究，联系方式zrk209030@126.com； 

          向书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1. 湖北工业大学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mailto:联系方式zrk209030@126.com


 

齐驱，形成中西部地区的一个经济波峰。而中部的安徽、江西落入“经济洼地”，西部的贵州与云南则被边缘化。图 1 显示，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近年来形成了明显的波伏特征，特别是紧临东部的安徽和江西与东部省份之间的经济落差非常大。显然，

地理空间的优势并没有在该区域发挥经济催生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长江经济带各省域间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是否存在

某种经济阻滞？ 

杜明军（2012） 认为区域一体化的形成，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发挥区域经济的“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促

使区域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1]逻辑上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若相依发展，相邻区域间的经济在“累积效应”与“扩

散效应”下应该不会呈现这种明显的波伏特征。但事实上该区域的长三角拥有政策与资源优势，经济规模大，区域经济所具有

的“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已经具备，而与其临近的地区并未能从中获得外在规模经济效益。不仅如此，与该区域毗邻的

安徽省就如何主动融入长三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也未能取得如期效果。这说明，一方面，区域一体化的累积与扩散效

应并没有依托地理空间发挥作用，经济可能存在某种阻滞；另一方面，地理临近及政府行为对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形成的作用有

限。这为本文的研究视角提供了事实依据。 

Balassa （2012） 认为，区域一体化既是指采取旨在消除各国之间差别待遇措施的过程，又是上述差别待遇消失的一种状

态。[2]关于区域一体化研究，西方早期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借助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国与国之间一体化的实现。比如，Scitovsky （2010） 

认为在大市场环境下，激烈的竞争效益促使区域实现规模效应，从而使得经济在累积循环效应下不断扩张进而形成区域一体化。

[3]英国学者 Robson（2001） 在强调规模效应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

[4]王珏和陈雯（2013） 在诠释全球化视角区域主义时认为，新区域主义、新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不同流派为区域一体

化注入了新的活力。[5] 

Krugman 和 Venables （1995） 在其创立的中心—边缘理论中将地理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中，认为区际之间的空间差异存

在必然性，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钟状曲线形式，是一个非线性发展过程。[6]Lawrence （1996） 在分析区域一体化问题时，认为

应鼓励各成员国形成高度的相互依赖性。[7] 而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的原动力实际上是市场结构性失效

所引起的一种理性选择。国内不少学者在考察区域一体化问题时将研究视角建立在政府行为分析上，例如，陈剩勇和马斌（2004） 

认为区域间政府合作是克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制性障碍的理性选择。[8]卓凯和殷存毅（2007）指出，如何克服现有行政区划障

碍与各合作方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两个难题”是保证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9]蒋瑛和郭玉华（2011） 提出，区域一体合作应

该从目标机制、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方面建设。[10]谷松（2014） 认为，能否获得新的地方利益成为地方政府

是否参与政府间合作的真正动因，而地方政府间利益的自愿性协调构成了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基础与关键。[11] 

近年来，随着空间地理方法的引进，区域一体化研究过程中也注入了新的思路，例如，郑春勇（2011） 提出空间剥夺、空

间壁垒以及空间失灵等是区域一体化面临的空间政治问题，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机制来加以克服。[12]胡伟和张

玉杰（2015）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了我国三次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

用。[13]吴俊和杨青（2015） 借助趋同回归方程，检验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一体化范围扩大效应、范围扩大政策有效

性以及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性，发现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不能完全消除区域边界效应。[14]这些思路在运用空间方法分析区域一体化

问题时虽然视角不同，但却提供了一个共同信息，即地理空间存在客观差异的现实下，区域一体化难以自发形成，但各方利益

只要存在帕累托改进，区域一体化就具备了实现条件。这为本文运用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测度区域一体化的帕累托改进提供了理

论方向。 

基于上述事实与文献依据，本文从经济阻滞入手，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相依发展的效应，阐述区域一体化实现的途

径。为此，本文主要开展如下研究工作： （1） 基于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构建长江经济带小型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 

（2） 运用面板协整分析原理，验证长江经济带小型开放经济的模型的适用性，将理论模型转化为可操作模型，进而借助相应

宏观经济数据分析经济带一体化存在的经济阻滞困境，测算经济相依乘数效应，提出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途径。研究过程中尝试

将国民收入增长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最大化利益目标，将长江经济带视作小型开放经济，通过建立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研究区域一



 

体化在国民收入上的帕累托改进，从而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实现问题。这种研究视角为主权国国内区域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

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关于区域一体化如何形成，国内学者提供了多种研究视角。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理论上也是主权国国内区域一体化问题，与

国内其他区域一体化有共性，但与其他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的区域一体化又有所不同。长江经济带内含

了“长三角”、“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三个不同的经济规划区域，这三个区域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内部形成了一定的协调

机制与经济依赖。直观上分析，只要这三个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即可实现。但事实上，这三个区域中的不同省市，

经济发展又有很大的独立性。以人均 GDP 为例（见图 1），长三角地区的上海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增长速度近年来逐渐减缓；

江苏与浙江在 2010 年前人均 GDP 差异不大，但由于江苏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浙江，最近两年两省的人均 GDP 逐渐拉开差距。

这种规划区内存在的事实差异又使得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还需要涉及省域经济，两种层面的经济差异交织存在，使得

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问题研究具有复杂性。 

但对于各经济体而言，无论区域内部多么复杂，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首要考虑的是利益分配问题。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

事实差异，利益分配显然不可能是所有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地区福利水平的平均分配。不过，对于所有合作体而言，假设合作与

竞争是其利益分配的两种资源，只要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也即参与区域一体化后的福利水平大于参与前的福利水平，合

作就存在不断改进的动力，区域一体化也会因此得以形成。如果合作后，一方的福利水平还不及参与前的水平，那么，政治抑

制带来的经济竞争就会延续。可见，谋求各方利益最大化是区域一体化形成的前提条件，如何寻找一个能够衡量区域一体化前

后利益变化的模型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 

依据这个思路，我们认为，由于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总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里，2013 年，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40%，如果将全国经济作为一个类似世界市场的经济体，那么，可以将长江经济带看作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因而小型开放经济

理论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可以用于区域一体化前后国民收入变动研究。 

根据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假设经济带内各省市间互相贸易，每一个省市生产另一省市需求并可以贸易的商品，不存在流通

障碍，这些商品既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作为中间产品。如果是消费品，则代表了一地区是以消费需求对另一地区经济产生影

响；如果是中间产品，则假设一地区是以投资需求对另一地区经济产生影响。同时，进一步假设各省市均未达到充分就业的产

出水平，因而，区域一体化后产出的增加是可能的。于是，对第 i 省来说，其收入恒等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yi 为第 i 省的国民收入，表示福利水平；βi 为第 i 省的边际消费倾向；αi 为第 i 省投入在自己生产中的实际支出，

这里主要包括自主消费（包含居民与政府部门） 与投资，自主消费用于购买消费品，投资主要用于购买中间产品；xi 为第 i 省

向第 j 省输出的实际商品，包括消费品与中间产品；mi 为第 i 省的边际进口倾向，这里假设为省域间的输入商品倾向。由于该

模型没有包含其他区域的自主支出项，因而，测度的是区域一体化前的第 i 省国民收入。 

同样地，对第 j 省来说，其收入恒等式为： 

 



 

为了最大化经济带内各省市经济的依赖性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以便构建考察区域一体化后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假设第 i 省

所有商品的输出是第 j 省进口（输入） 的商品，第 j 省所有商品的输出是第 i 省进口（输入） 的商品，于是有： 

 

将式（3） 代入式（1）、将式（4） 代入式（2） 中，则有： 

 

式（5） 与式（6） 中均包含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内容，表明第 i 省与第 j 省的国民收入（即福利水平） 具有了相互依赖关

系。根据这两个公式，可以得到两个地区的均衡国民收入值，即： 

 

其中， 由于不涉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它们被称为经济非相依系数（或乘数），数据通过式（1） 

与式（2） 获取。该值越大，经济越封闭发展，越不易形成一体化。而 中包含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

被称为经济相依乘数，该值越大，经济体相互依赖性越大，越易走向一体化发展。 

从式（7） 看到，第 i 省的福利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 （1） 经济相依乘数 该值越大，第 i 省的福利水平的提高

速度越快，但这种速度依赖各种自主支出； （2） 经济体内各种自主支出项αi、aj，该值越大，第 i 省的福利水平绝对数量提

高越多。 

对福利水平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在各种自主支出项的推动下，经济相依乘数越大，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地区福利水

平提高速度就会越快。由于 1-ki kjmimj <1，因而 经济相依乘数大于非相依乘数，说明经济相互依赖地区福利水

平提高速度快于经济独立发展地区福利水平提高速度，相互依赖地区的国民收入获得了帕累托改进。同时，这也符合区域一体

化各方利益分配的诉求，区域一体化因而具备了形成条件。 

因此，运用小型开放经济理论中均衡收入模型式（1） 与式（2） 测度非相依系数，就能测度经济的某种阻滞性，从而判

断区域一体化面临的经济困境。运用式（7） 与式（8） 测度经济相依乘数，就能够测度区域内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性，实际上

测度了区域一体化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而可以分析区域一体化形成的激励机制。同时，从式（7） 与式（8） 可以看出，区域

经济的依赖性是通过各自自主支出项进入对方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产生的，因而，通过分析对方自主支出项对本地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就能判断区域一体化实现的经济途径。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根据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本文实证分析涉及的变量包括国民收入、最终消费、商品进口额、居民消费、政府购买以及投资。

具体而言： （1） 国民收入（Y）。由于均衡模型是测度产出水平的，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收入指标。指标数据采

用 GDP 平减指数进行实际值转化。（2） 最终消费（C）。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用以测度边际消费倾向，采用 CPI 指数

调整为实际值。（3） 商品进口额（M）。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国内区域一体化问题，商品进口额就是国内贸易中从其他地区的输

入商品额，该指标数据不易获取。但一个地区境外商品进口额反映了该地区对外商品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够测度商品的输入

情况，本文假设境外商品进口额现在由经济带内某一省域提供，以测度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边际进口倾向，实证分析时用商品

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实际值转化。（4） 居民消费（X1）。包括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用以测度居民自主消费支出，采

用 CPI 指数调整为实际值。（5） 投资（X2）。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一体化形成更具持久性，自主投资支出采用固定资

产投资表示，用以反映一地区自主消费中间品的能力。数据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值。（6） 政府购买（X3）。

用以测度政府自主消费支出，采用 CPI 指数调整为实际值。 

实证分析的样本期定为 1997- 2013 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 经济阻滞分析 

由于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受“长三角”、“中部崛起”以及“西部开发”区域政策影响，东、中、西

部地区经济差异明显，而在每一个区域内，不同省份间又存在经济发展差异。因此，在分析经济阻滞现象时，分两个层次，先

测度东中西部地区是否存在经济阻滞现象；尔后，测度各省市间又是否存在经济阻滞现象。 

经济非相依系数不涉及地区间的相互依赖，系数越大，个体越封闭发展，相互间的经济阻滞就会越明显。故而本文借用经

济非相依系数来分析地区间的经济阻滞。根据经济非相依系数计算式，通过建立最终消费与收入、进口的关系模型，获取各地

区边际消费倾向β 以及边际进口倾向 m 的数据，最终确定各地区经济非相依系数。两个层次经济非相依系数测算结果见表 1。 

 

从表 1 数据看到，三个地区的经济非相依系数西部地区最大，为 1.799；中部次之，东部地区经济非相依系数最小，约为

1.116。而从各省域经济非相依系数数据分析，上海的经济非相依系数最小，只有 0.831，西部地区的云南、贵州的经济非相依系

数较大，分别为 2.248 与 2.074。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两省虽地处“长三角”与“中部崛起”的连接地带，但经济非相依系数

也相对较大。安徽的经济非相依系数达 1.717，仅低于云南与贵州；江西的经济非相依系数也达到了 1.673。 

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所跨的三个地区由东至西，经济非相依系数逐渐变大，说明经济由东至西越来越封闭发展；而在 11 个

省市中，经济非相依系数表现出波伏特征。东部三个省市，经济非相依系数整体上较低，但内部也存在差异，上海经济非相依

系数较小，浙江较大；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经济非相依系数较大，而湖北、湖南两省与西部的重庆经济非相依系数相似，形

成一个经济非相依系数相对较低的区域；越过这个区域，进入西部的四川、贵州与云南，经济非相依系数快速提高。这种波伏



 

特征（见图 2） 正好与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人均 GDP（见图 1） 的波伏特征相反。东部三省市经济发达，经济非相依系数低；

中部的安徽与江西形成“经济洼地”，经济非相依系数较大，湖北、湖南与重庆经济水平在中西部形成一个高点，经济非相依

系数也形成一个相对低点；四川、贵州与云南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非相依系数也最高。可见，经济非相依系数越小，与其他

地区经济交流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反，经济非相依系数越大，经济越封闭发展，经济阻滞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不同经济非相依系数反映出的经济阻滞对经济产生的差异影响说明，区域间的相依发展即一体化是改变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

异的重要途径。 

 

（三） 经济相依效应分析 

经济非相依发展，影响了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根据小型开放经济理论，如果两个地区通过各自自主支出产生经济相互依

赖的均衡模型成立，两个地区间就存在经济相依的效应，这种效应会大大加速两个地区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 

为了考察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间是否存在相互依赖性，我们采用面板协整模型进行分析。本文设定的面板协整模型形式为： 

 

其中，i 为省份；t 为时期；Yit 表示国民收入；X1it 为居民消费自主支出项，实证分析时这个指标数据包含了其他地区的

自主消费支出；X2it 为投资自主支出项，包含了其他地区的投资项；X3it 为政府购买支出项，包含了其他地区的政府购买项；

μit 为随机扰动项；β 为协整系数。 

 



 

根据面板协整分析的原理，首先对各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面板序列平稳性检验方法包括：LLC （Levin- Lin- Chu，2002） 

检验、IPS （Im- Pesaran- Shin） 检验、FADF （Fisher- ADF） 检验、FPP（Fisher- PP） 检验等。本文采用上述几种检验方法

判断单位根，在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前，为了消除各序列的地区差异带来的影响，对各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单位根检

验结果见表 2。 

根据表 3 中的检验结果，三个变量的对数序列均存在单位根，但经过一阶差分后，LLC 检验、IPS 检验、FADF 检验以及

FPP 检验均显示不存在单位根，因而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 Johansen Fisher 面板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结果

见表 3。 

 

表 3 中，无论迹检验统计量还是极大特征值均表明国民收入与居民消费、投资及政府购买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协整关系

的存在，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均可以适用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因而，可以进一步考察长江经济带各省域间的经济相依效应。 

根据经济相依乘数的计算式，分别计算长江经济带囊括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间的经济相依乘数以及 11 省市间经济相依

乘数，结果见表 4。 

表 4 中，从三大地区看，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地区对中、西部经济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对中部地区的经济依赖度为 1.126，稍

微大于对西部的经济依赖性；中部地区对东部与西部经济依赖程度分别为 1.758、1.746，对东部的经济依赖稍微大于对西部地区

的经济依赖。中部地区对东部的依赖程度大于东部对中部的依赖；而西部地区对东部及中部地区均表现出较大的经济依赖性。

三大地区中，东部对中、西部经济依赖程度低，而中、西部却较大程度地依赖东部经济发展，这种矛盾凸显出长江经济带实现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 

从各省域经济相依乘数数据分析，东部地区的上海除了对江苏、浙江的经济相依乘数大于 1 以外，对其他省份的经济相依

程度均比较低；江苏与浙江均对上海经济有高度的依赖性，特别是浙江，经济依赖上海的乘数达 1.663。这两个省份对长江经济

带其他地区的依赖系数虽然大于 1，但远低于对上海的依赖。上海的经济依赖性相对分散，而江苏与浙江的经济依赖性相对集中，

三个省市对西部的重庆均存在较高的经济依赖性。 

中部地区的安徽与江西对其他省市经济依赖程度高于湖北与湖南对其他省市经济依赖度，与东部省市相比，这四个省份对

其他地区经济依赖程度相对均匀，数据绝对差较小，说明该地区对东部与西部地区经济依赖没有显著差异，且经济相依乘数在

三个地区中处于平均水平，是区域一体化的桥梁地带。 

西部地区的贵州与云南经济高度依赖其他地区的发展，相依乘数均在 2 以上，特别是云南，经济对外依赖性非常强，重庆

相对独立发展，经济相依乘数与中部省份相似。西部省市经济相依乘数差距非常大，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难度较大。 

经济相依乘数不仅能反映地区间的经济相依性，也能测度经济相依发展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促进程度。综述 11 省市经济相依



 

乘数效应发现，在长江经济带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经济相依发展乘数效应较低，说明经济一体化发展对这些地区收入增

长的促进程度较小，区域一体化动力机制不足，必然存在经济阻滞。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虽然“长三角”经济取得了长足

进展，但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安徽和江西经济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的原因。 

而在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乘数效应非常大，如果一体化发展，国民收入提高幅度大，但这些地

区商品进口倾向均较低（见表 1），对其他地区自主支出吸引力有限，经济相依乘数得不到充分释放。因而，这些地区对区域一

体化发展的诉求将相当强烈。因此，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地区参与区域一体化需要提升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中部地

区具备一体化的桥梁条件，西部地区区域一体化诉求最为强烈。 

 

（四） 区域一体化途径分析 

从上文的经济相依效应分析中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内，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动力机制不

足；中部地区对其他省市依赖程度相当，适宜于走向一体化发展；西部地区区域一体化后经济提升速度快，但不具备主动走向

一体化的条件。 

从模型的结构我们看到，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依赖于经济相依乘数，而绝对量的提高依赖各种自主支出项，且经济相依乘



 

数实际上也依赖于自主支出。为此，本文进一步借助 Granger 因果检验分析各种自主支出对国民收入的影响，进而分析促成长

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的经济途径。 

 

 



 

Granger 因果检验的原假设： （1） 经济带内第 i 省政府消费不是第 j 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从政府消费角度分析经济相依

建立的途径； （2） 经济带内第 i 省居民消费不是第 j 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从居民消费品角度分析经济相依建立的途径； （3） 

经济带内第 i 省投资不是第 j 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从中间品角度分析经济相依建立的途径。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见表 5。 

从“经济带内第 i 省政府消费不是第 j 省经济增长的原因”的 Granger 检验结果看，上海、江苏、浙江的政府消费除了各

自能互相促进经济增长外，还能带动中、西部大多数省份经济增长，但中、西部地区没有一个省份的政府消费能成为促进东部

省份经济增长的因素，它们的政府消费只能影响所在地区的其他省份经济增长。因此，就政府消费而言，中、西部省份不仅可

以通过为其他中、西部省份提供政府消费品加强经济联系，也可以将东部省份的政府消费需要纳入各自的生产规划中，通过提

供政府消费品与东部地区建立联系。 

进一步从“经济带内第 i 省居民消费不是第 j 省经济增长的原因” 的 Granger 检验结果以及“经济带内第 i 省投资不是第

j 省经济增长的原因” 的 Granger 检验结果分析，上海的居民消费会对江西、湖北、贵州与云南经济产生影响，而上海的投资

只对湖北、湖南经济产生影响。这说明江西、湖北、贵州与云南如果能够为上海提供居民消费品，湖北、湖南如果能够为上海

提供中间产品（投资品），那么，上海与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与云南间就能建立起经济相依关系。江苏的居民消费需求会

对湖北、贵州与云南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投资需求会对安徽、湖北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而，湖北、贵州与云南为江苏提

供消费品，安徽与湖北为江苏提供投资品，这些省份亦能与江苏建立经济相依关系。浙江的居民消费需求对湖北、贵州与云南

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投资需求对湖北、湖南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湖北、贵州与云南为浙江提供居民消费品，湖北、湖南为浙

江提供投资品，这些省份间也能建立起经济相依关系。 

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经济增长相互影响不大，安徽、江西与湖南三省间可以通过互相提供投资品加强经济相依性；

湖北为湖南提供消费品与投资品能够提升自身经济增长，并加强两省的经济相依；江西与湖北通过为重庆提供消费品与投资品

能够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并建立经济相依关系；安徽、江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可以通过为重庆提供投资品加强彼此间的经济

联系；安徽、湖北与湖南通过为四川提供投资品亦能建立经济相依关系。 

四、结论与启示 

长江经济带在新经济形势下成为国家战略发展区域，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消除区域内经济差距并带动全国整体经济增长是

其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原因。通过对 11 省市的经济非相依系数的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间的经济非相依系数存在波伏特

征，这种波伏特征正好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的波伏特征相反。经济越封闭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相依乘数反映，区

域一体化对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与浙江经济提升空间小，经济一体化发展缺乏对东部的激励机制。而西部地区的贵州与云南

却高度依赖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一体化发展能够快速提升这些地区经济增长。但这些地区边际进口倾向低，对其他地区

各种自主支出的吸引力有限，无法释放经济相依的乘数效应。Granger 因果检验显示，如果中、西部地区能够分别根据经济发达

地区对本区域消费品与投资品的需求状况，生产与提供这些产品，就能够突破经济阻滞建立经济相依关系。对于中部地区，如

果能够互相提供各自需求的消费品与投资品，经济相依关系能够得到加强；西部地区的贵州与云南，特别需要针对上海、江苏

与浙江的居民消费需求状况加深与它们的经济相依关系。三大自主支出项中，政府消费品与投资品生产对建立经济相依关系作

用较大。 

总起来看，长江经济带地区由于存在经济阻滞，经济非相依发展直接导致经济非均衡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是突破非均

衡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区域一体化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经济相依发展乘数小，激励效应不明显，缺乏走向一体化的动力机

制；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对消化东部地区的产品能力有限，经济日益走向封闭发展，而这种封闭发展又极

大地阻滞了经济相依发展的乘数效应作用。经济带内各省域间在突破这种一体化困境时，要充分挖掘自身居民消费、政府消费

与投资品在对方经济中的作用，实现合作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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